口述记录：全球性的中国研究
——采访西里先生

采访者（R）：林泉忠

受访者（N）：西里喜行

时间：2008年1月28日

地点：琉球大学林泉忠研究室

R：下面是请您回答第一个问题。请介绍一下您进入中国研究领域的经过。
N：首先我是在高中通过上恩师岛尻胜太郎老师的“世界史”，增强了对历史尤其是世界史的兴趣。最初，我主要对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感兴趣。岛尻老师强调说，对于琉球（冲绳）的历史来说，与中国的关系非常重要。因此，我的兴趣点便转向了中国史、东洋史。其次，在我的高中时代，一度从东京回冲绳故乡的大学教授东恩纳宽惇老师在受岛尻老师等的邀请，曾在那霸高中作过讲演。通过听东恩纳老师的讲演，我坚定了自己专攻历史学的决心。我记得，东恩纳老师曾强调说，琉球（冲绳）历史上曾有过因海外贸易而繁荣的辉煌时代。
R：报考大学时，您受到过其他的影响吗？
N：在报考大学时，曾有特殊预算下的日本留学制度（公费或私费），由于当时（1950年代）的冲绳处于美利坚合众国的军事占领下，冲绳地区实施统考，上线的学生被分配到日本各地的大学。历史学科有两个名额。我在1959年度的统考中考取了历史学（定员2名）学科，被分到了京都大学，另一人被分往了九州大学。当时岛尻老师建议我选择考历史学学科，合格后希望到京都大学。于是，在大学入学时，我便有了攻读历史学这一前提。岛尻老师认为京都大学里有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因此建议我进入京都大学。
R：请介绍一下您在选择中国研究方面受到过哪些较大的影响。
N：在学完两年的大学基础课后转入专业课之际，我决定攻读东洋史学。本来，在考大学时，我一直希望自己将来攻读历史学，所以，在两年的基础课期间，是选择攻读西洋史学还是攻读东洋史学，我曾感到有些举棋不定。其后，我受到了宫崎市定先生著作的很大影响，这也成为了自己选择东洋史学的直接的原因。尤其在读过当时新出版的宫崎先生的《雍正帝》（岩波新书）时，我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受宫崎先生著作的影响，自己开始对雍正时期的清朝各种问题尤其民族问题产生了兴趣，这便是自己选择东洋史学的直接动因吧。当然，其中也有自己潜意识地将当时的琉球（冲绳）和日本关系视为“民族问题”，探索其解决方法的背景。
R：请您介绍一下那您的大学课程。
N：从大学三年级起，我开始了以东洋史学为中心的专业课程，加上研究生院的硕士课程（3年）和博士课程（3年），共计在校10年。在进入专业课后的8年时间里，主要学了东洋史学系各位老师的“东洋史概论”、“东洋史特设课”、“史料讲解”及共同研究等与东洋史相关的科目。给我印象最深的课首先是宫崎市定教授的特设课“中国古代的社会与思想”（1962年度)、“中国的社会阶级”（1963年度）及兼作史料讲解的“汉魏六朝史的研究”等。在“汉魏六朝史研究”这一共同研究课中，使用的教材是《后汉书》中的“独行传”,参加共同研究的学生被要求必须预先彻底做好调查。针对难解的用语等，宫崎老师会逐一向每位学生进行提问，当发现有人没能作出正确解答时，便会缓缓地对每一语句相关的历史背景进行颇为详尽的解释。共同研究课会让人感到非常紧张，也会激发出学生们的强烈求知欲。同时，佐伯富教授的特设课“清代财政的研究”为1962年度至1964年度的三年连续课程。该课不仅涉及了清代的财政问题，还结合大量的史料，广泛地探讨了其政治及社会问题，我的兴趣也因此大大地转向了清史。在共同研究方面，佐伯教授将宋代的史料（《资治通鉴长编》）用作教材，这对关注清史的我来说，产生了非常大的史料阅读和理解方面的训练效果。从人文科学研究所来校讲课的小野川秀美老师和岛田虔次老师的特设课《中国近代思想》、《清末的革命思想》等也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研究生院的硕士、博士课程的六年时间里，我参加了人文科学研究所每周五下午召开的“朱批谕旨”的讲解及共同研究课，接受了清代档案文书的阅读理解的训练。这些对我的研究工作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东洋史相关科目之外，研究日本史的小叶田淳老师讲过一个时期的“琉球的对外关系”，我听过小叶田老师的课。这也成了我对冲绳（琉球）在亚洲史、东洋史中所占的位置产生极大兴趣的发端。
　  进入专业课之后，我从研究生院的前辈们那里接受直接指导或间接学习的情况很多。在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博士课程期间，东洋史研究室的研究生院会议的研究报告、讨论，是我获取知识和启迪的地方。当然，我也经常利用图书馆。当时，还没有复印机等，获取资料也主要靠抄写。从这一点上讲，与现在相比，那时的研究环境较不是很好，但我觉得这其中也有让我受益的一面。同时，在校期间，除了常规的学习外，我也曾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及政治问题十分关心，在安保斗争的大众运动中参加了反对安保的示威活动，在班级的讨论中，自己对现实的政治、社会的问题的关心逐渐增强。
R：请介绍一下您是如何选择研究课题的。
N：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在决定攻读东洋史学时，我曾熟读了宫崎先生的《雍正帝》(岩波新书)，开始关注雍正帝时期的各类问题。之所以关注少数民族的满族统治多数民族汉族的清代，首先是出于对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上的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历史关系的关注，其次是开始对在这一延长线上的雍正帝的少数民族政策的关注。我想从这些方面着手对雍正帝当时主要针对西南各省少数民族的政策，即“改土归流”政策的研究。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清朝与西南诸省的少数民族——关于改土归流”。选择这一题目，是出于对自己的出生地琉球（冲绳）与日本关系的潜意识，即相对广义上的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关注。基于这一观点，我的毕业论文就选择了探讨少数民族问题。被认为是少数民族汉化发端的“改土归流”的实际状况究竟是怎样？应该如何从历史的角度予以评价呢？我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索。但由于能够利用的清代史料只有“朱批谕旨”等，加之对少数民族的研究不够充分，以致最终只取得了算不上彻底的成果。其后，在进入研究生院，准备硕士论文时，我受到了导师佐伯先生的著作及论文，尤其是有关盐商——山西、徽州商人的一些论文的影响较大。与佐伯先生一样，我对商人的作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因此，经过归纳整理，我提交了题为“清末的宁波商人——浙江财阀成立的考察”的硕士论文。在论文里，我主要对宁波商人及以宁波商人为核心而形成的浙江财阀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进行了考察。后来，这篇论文分上下篇刊登在了《东洋史研究》（第26卷第1号、第2号）上。硕士论文完成后，我认为有必要对这一主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挖掘，产生了希望研究中国近代化，尤其是经济领域的近代化进程的想法，开始了对上海的浙江财阀领袖虞洽卿这一人物和被称为华侨中的民族资本代表的陈嘉庚的研究。但是，由于这一期间自己对清朝“洋务派”外交活动的关注度日渐强烈，于是，研究主题便转向了洋务派外交中琉球问题的对应方面。
　  研究生院的博士课程结束之后，我回到冲绳，参加了《那霸市史》的编辑工作。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接触了《历代宝案》。在研究《历代宝案》的过程中，我决定将研究课题的重点从 “清朝‘洋务派’的对外政策”转向“中琉关系史”。
R：您从事过哪些教育职务或研究职务呢？接下来，请您谈谈自己的科目担当经过。
N：研究生院博士课程结束后，我于1959年3月回到冲绳。回到老家后，作为临时特约人员，我进入了那霸市政府机关的市史编辑室。关于自己的就业经过，首先是由于有前辈金城正笃先生的介绍，得以拜会时任那霸市史编辑室室长的外间政彰先生，然后经外间先生推荐，我进入了那霸市政府机关。在那里，我从事了《那霸市史》的编辑工作，具体包括：有关萨琉关系资料汇编的《那霸市史》资料篇第一卷之二、有关《历代宝案》第一集（抄本）资料内容的该资料篇第一卷之四、有关琉球处置资料的该资料篇第二卷之四、通史篇第二卷（近代）部分。因此，我的研究工作是从琉球（冲绳）史开始的。
　  一年半之后，因受到日本史社会科教育系负责人田港朝昭先生的邀请，我前往琉球大学就职。只是因为自己从属于教育学院的初等教育专业，除了担任东洋史概论之外，还必须负责社会科的教育培训等社会学系的教育法等课程，工作任务非常繁重。当时，琉球大学属于琉球政府的公立大学，但不久便改为了国立琉球大学。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教育学系开设了新的专业——社会科学专业，于是，作为历史学教师，我担任了东洋史概论、东洋史特设课、东洋史史料讲解与培训、毕业论文指导等科目。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教育学系重新改编过程中，社会科学专业改为社会专业室，我担任的科目也分别改称为外国史概论、外国史特设课。虽然称为外国史，但对我而言，重点仍是中国史。

R：您加入过哪些学会、研究会？从事过哪些指导性教育工作？
N：关于学会，从上学期间至今，我一直属于以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室为中心而组建的东洋史研究会。我还参加了以京都大学文学系史学专业为中心组建的史学研究会、全国性组织的历史学研究会、历史科学协会以及以东京大学文学系为中心组建的中国社会文化学会等学会组织。我只是以会员的身份参加了这些组织。在与琉球史（冲绳史）相关方面，我参加了琉球大学史学会、冲绳历史研究会及南岛史学会等组织。虽然曾经担任过两届琉球大学史学会的会长，但只是名义性的。
R：请您介绍一下自己都获得过哪些经费。
N：从1987年至1989年的3年里，我获得了科学研究费补助金。那一时期的研究课题是“册封体制的解体与清末知识分子的东亚认识——以台湾、琉球、越南、朝鲜问题为例”。科研成果报告便是以这一形式进行归纳的。这是对清末中国知识分子的东亚认识进行印证的项目，主要是从19世纪70年代后在中国陆续创刊的报纸，如上海的《申报》、香港的《循环日报》、以外国人为主编辑出版的《万国公报》、《益闻录》等新闻杂志所刊登的有关台湾、琉球、越南、朝鲜问题的报道、社论中广泛地筛选资料，分析清末知识分子对外认识的特征。其后，我将该成果的一部分整理结集，分十几次刊登在了《琉球大学教育学部纪要》上。另外，我还于1991年利用财团法人三岛海云纪念财团的学术奖金开展过研究项目，题目是“关于东亚各国、各民族的对外政策及对外认识的比较史研究”。该项目以册封进贡体制消亡前后为中心，对中国及东亚各民族的对外关系、对外认识进行了广泛探索。作为这种利用研究经费开展的研究或项目研究，我还参加了“冲绳历史情报”的研究项目《历代宝案》研究部会议。这与用研究经费进行研究有所不同,是冲绳县作为文化事业的一环而推进的《历代宝案》编辑事业。这是我参加的较大型的项目，该项目开始于1989年，一直持续至今。我负责了该项目的《历代宝案》校订本第十三册、《历代宝案》译注本第十三册的编辑工作。同时，我还参加了以浦添市政府教育委员会为中心开展的《琉球王国评定所文书》的编辑工作。这一项目共分18卷，包括补遗篇一卷共19卷，在全部出版发行后结束。
R：请您介绍一下自己的教学计划及教学内容。
N：我在琉球大学的教学计划及教学内容都发布在每年的学期课程要旨上，但授课内容大体每年、每学期都会有所变化。譬如，我在2002年度下学期开设的特设授课Ⅱ的授课要旨中写道：“作为14世纪后半期以后的东亚国际秩序的一环而形成的中国王朝和琉球王国的宗族关系具有哪些特征？界定500年中琉关系史的历史条件是什么？近代初期的东亚国际秩序——册封进贡体制消亡时期，中琉关系具有怎样的地位和作用，与日中关系有着何种联动性？本学期将与上一学期相衔接，从以上视角出发，将焦点定位于围绕琉球问题的日中关系上，并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进行深入研究。”此外，关于东洋史概论B、外国概论A 等课程，则将授课内容简单整理在了其他的课程要旨里，课程要旨大致都记录在这里。但由于每一学期都会有所变化，所以，在此我只能像另附说明似的介绍一个例子。
R：您怎么写评语？
N：评语吗，我是以学生提交的论文报告或考试的方法为主进行的，有时也会让他们提交笔记，课堂上的回答问题也作为一个参考。
R：请介绍一下，您是如何指导、评价学生的。
N：这是一个较难回答的问题，因为每个学生的性格、关注点都会有所不同，所以无法设定划一的指导方法呀。一定要因材施教。嗯，关于如何提高学生们的兴趣嘛，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无法一言概之。一般而言，在毕业论文或硕士论文等方面，我比较强调他们的创作过程。如果在创作过程中遵守规范，即便在钻研史料之中，没有成熟的结论，我也会给相对较高的评价。
R：您如何评价日本的中国学界呢？
N：这也是一个较难回答的问题。虽然被统称为日本的中国学界，但我认为，由于时期及领域不同，会有很多的差异。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能够简单回答的问题……坦率地讲，对现阶段的我而言，不能不说是自己尚不具备评价日本的中国学界整体的能力，也没有这方面的准备。如果牵强地谈日本在全球中国研究中的作用的话，从日本的中国学界在综合了欧美研究人员的观点的同时，也吸收了亚洲研究人员的观点的基础上开展研究方面看，我认为发挥了或正在发挥着巨大的正面作用，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其中所包含的各种负面问题的情况。譬如，战前、战时的亚洲社会停滞论、大亚洲主义问题、文革时期追从、跟风中国的学风问题等。我认为，作为负面的遗产，需要对这些问题重新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
R：您认为日本的中国学界具有哪些特点，水准如何呢？
N：我认为，在实证研究方面，包括战前的研究都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但就我自己而言，尚不具备评价整体的资格。
R：您与海外的中国研究界有过哪些接触？请就此进行一些评价。
N：下面，我将从与自己研究课题相关的方面进行回答。譬如，在清朝末期，香港曾有一位创办并发行《循环日报》的著名人物，他叫王韬。美国有位名叫保罗·A·柯文(Paul A. Cohen)的研究者，他撰写过论文“Wang Tao and Incipient Chinese Nationalism」（王韬与中国的早期民族主义）”及著述《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他的这些著述涉猎的文献与史料较为广泛，我认为他向人们展示了全新视角的王韬研究。但是，我也曾在“王韬与《循环日报》”（第3号《东洋史研究》第43卷）这篇论文中指出：“保罗·A·柯文曾认为，现存的《循环日报》为‘大英博物馆收藏的1874年发行的若干部’，但东大的明治文库及国立国会图书馆等处也收藏有数年的柯文未曾读过的《循环日报》。从这点上看，保罗·A·柯文虽然挖掘出了很多文献与史料，从全新的视角开展了新的研究，但他的研究尚有疏漏和不足之处。”再者，同为美国的著名中国研究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先生的大作《The Chinese World Order》（中华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为日本及全球的研究者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我也是受其影响者之一。但我在最近的研究中发现，《中华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的一些概念也应该进行修正。

R：请您介绍一下自己所受到的欧美社会科学、思想（如马克斯·韦伯、帕森斯等）及欧美的中国研究的影响。
N：在研究对象和观点方面，自己并没有受到过太多的影响，但在研究方法方面，由于自己从大学、研究生时代便开始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其他人的著作，我觉得受到了一些影响。我认为，自己由于对欧美研究人员的有关民族问题，尤其是有关民族自决权的观点较为关心，大概在这一领域受到过影响。包括罗莎·卢森堡与列宁的争论，自己在有关如何把握民族自决权问题等的思想上受到过欧美研究者的影响，但影响程度不是很大。我在学生时代，虽曾反复阅读过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著述，但所受的影响并不足以影响自己的研究方法。
R：您经常去中国或汉语地区吗？请介绍一下您的访华经历。
N：我去过许多次中国。第一次是在1979年，我是以个人的身份参加了东京的教师们组织的“日中友好教职员访华团”，花了两周的时间，先后访问了北京、开封、洛阳、西安等地。接下来，记不清是在这之后的第二年还是第三年，冲绳县组织了“冲绳县日中友好之翼访华团”，我参加了该访问团。当时正值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时期，我们组成了100人左右的旅行团，去过上海和福州。在福州等地，我们被视为最早来访的外国人游客，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进入了80年代后，我参加了广西、云南学术调查旅行活动。关于这次旅行的情况，我以报告的形式发表在了冲绳出版发行的小型研究杂志《地域与文化》（第37、38合并号）上。文章的题目是《访问中国广西、云南，考察少数民族问题的历史与现状》。这是我自完成毕业论文以来，时隔20年后再次发表的对少数民族问题的考察报告。当时，我对中国内陆的少数民族现状进行过多方面的探索。次年，前往福州搞了资料调查。我是利用自己那霸市史编辑委员的身份，以资料调查、学术交流的名义前往的。关于这次调查之行的情况，我也提交了报告。由于是以收集存于福州的有关琉球的资料为目的，因此，旅行概要便使用了“资料调查与学术交流之旅——福州旅行复命书”这一题目，刊登在了《那霸市史信息》第32期)上。其后，我在琉球大学任职期间，参加了以上里贤一为主持人的利用科研经费的研究项目，前往福建进行了中琉关系史迹的调查活动。这是2001年的事情。当时的参加人员中，琉球大学方面有我和池宫正治、上里贤一、赤岭守等人。中方的参加人员为福建师范大学的老师。我们到各地进行了调查。我在中国的调查研究活动如上所述。另外，我还参加过几次学会方面的访华活动。
R：您说的学会的活动，是指出席会议吗？
N：是的。我还出席过几次学会会议。
R：您参加过与中国的学会及其他组织的交流活动吗？有无合作研究的经历？
N：那霸市与福州市于20世纪80年代初签订了友好城市协定，作为活动的一环，我曾从事过调查工作。进入80年代以后，冲绳时报社举办的“冲绳福建学术交流研讨会”于1985年7月4日至5日在福州召开，我出席了该会议。相关报道刊登在了当时的报纸上。这成为了我与中方学术交流的开始。浦添市和泉州市签订友好城市协定后，学术交流研讨会于1988年在浦添市召开。该研讨会的成果被归纳整理成了“琉球中国交流史探寻”报告。此外，作为冲绳回归日本2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环，“冲绳研究国际研讨会”在那霸市召开，我出席了该会议，并发表了研究报告。这就是当时的报告论文集，副标题是“冲绳文化源流探寻”。该研讨会由冲绳县于1992年10月30日主办。另外，每两年都会在台湾的台北和冲绳的那霸举办一次中琉学术会议。我从第二届开始参加“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从第二届至今，学术会议已举办过10次，举办地不仅有台北和那霸，还有福州、泉州和北京，我参加了所有的会议。同时，主办《历代宝案》编辑项目的冲绳县教育委员会和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也签署了协议，每两年举办一次研讨会。有关这一研讨会的报告都编入了《中国·琉球交涉史研讨会论文集》中，分为八册出版。前面谈到的中琉学会也都于每次研讨会后出版了论文集，至今已经出版了十一部。台北中央研究院东亚区域研究中心主办的研讨会于2000年在台北召开，我也前往参加并做了报告。这一研究报告是以《琉球的身份认同与归属之争》为题出版的。与中国的学会、研究人员的交流经历大致如上所述。
R：您有关系密切的中国朋友或亲属吗？请介绍一下您是如何与他们相识的。
N：虽然没有亲属，但通过学术交流，我有了接触中国研究人员的机会。是否应该称之为朋友呢？其中倒是有不少著名的学者和同行的研究人员。最初，我主要与福建方面进行交流，因此常到福建省的福州、泉州参加研究、交流活动。在那里，我认识了现已故去的原福建师范大学的刘蕙孙先生。刘先生曾于战前在京都生活过一段时间，谈起过自己对京都的怀旧之情。还有同在福建师范大学工作的王耀华先生。王耀华先生的研究领域是琉球音乐。我在琉大任职期间，他曾作为研究员来琉大工作过一个月左右，并于次年再次来到冲绳，从事了为期一年的研究工作。此外，还有一位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老师徐恭生先生，他是第一个从事死后葬在福州的琉球人墓研究之人。谢必振先生好像是他的弟子。还有任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方宝川先生。林国平先生也是福建师范大学的老师，他的研究领域是民俗学，在冲绳国际大学研修过一年。徐斌先生也曾在琉大研修。现于琉球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博士课程的陈硕炫每周六都会来参加我主持的“历代宝案学习会”。在泉州，我受到过王连茂先生的关照。在台湾方面，中央研究院有一位曹永和先生，在对外关系史研究领域非常有名，他每次都会用流利的日语为我讲解。然后是陈捷先先生。陈捷先先生为“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的筹办做出过非常大的贡献。张存武先生是中央研究院的著名学者，主要研究中朝关系。他曾出席过中琉学会，并做过几次报告。故宫博物院的庄吉发先生为我阅览与档案相关史料等方面提供了非常大的方便。此外，我还受到过张启雄、吴密察、朱德兰、刘序枫等多位先生的关照。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各位老师（徐艺圃、秦国经、邢永福、雏爱莲、朱淑媛、俞玉储、吴元丰）也在研讨会及资料提供等方面给予了我很多帮助。
R：您是如何看待中国未来的？请介绍一下其中的变化。
N：我的对华印象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你的问题也是在哪一时间点来预测中国未来的吧？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我将不根据自己的研究进程进行梳理，而讲一下大体的印象。截至20世纪60年代前期，看到新中国出现，我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共鸣。到进入大学时的60年代前期，我认为中国处于从旧的国家转向新的国家的巨变时期。因此，基于这一点，我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曾持有非常乐观的态度。而且，在全球范围内，中国作为世界上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领袖的印象非常强烈，因此，展望中国的未来，基本上是玫瑰色彩。但从60年代后期的文革动乱时期起，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了危险感。坦率地讲，这是因为，每天都会看到有关知识分子在文革动乱中相继被戴上高帽、被打倒的影像，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自己便产生对“中国今后将会如何”的不安感，想到的是非常令人悲观的未来，认为“这是否可以认为是近代之前中国史的重演？人们常说的安定与动乱、分裂与统一的循环往复这一中国史的特征是否会再次重现？”80年代改革开放实施并取得进展，这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再次表现出了活力。我对其经济发展的速度感到惊讶。我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一预测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从历史的角度看，由于中国曾做过多种尝试，因此自然会存在着许多问题。关于中国今后将走向何方，既有持乐观论，也有持悲观论，两者各半吧。中国人的活力今后将会变得更加巨大。我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我相信，如何与处于巨变期的现代中国相处将会成为今后的重要课题。
R：请谈谈研究成果的发表经历。
N：我的研究大都是尝试性的，主题并非一成不变，因此，有各种变化、转变。80年代以后，我主要研究中琉关系问题。但进入90年代后，我开始深刻地意识到，中琉关系实际上反映的是日琉关系，或者说日琉关系反映的是中琉关系。因此，90年代以后，我开始将中琉日关系史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基于这一视角及兴趣，我整理了此前所发表的论文等，并于2005年2月出版了《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这是在提交的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著述。在2005年发表这部著述之前，我曾出版过涉及琉球、冲绳史领域的两部书——《冲绳近代史研究》、《论文集 冲绳近代》。20世纪80年代，我的著作以琉球、冲绳史为中心，《近代冲绳的寄居商人》（红树社）也是其中之一。该书完全套用了硕士论文《关于清末的宁波商人》的写作方法，对近代冲绳的商人，尤其是寄居商人的作用进行了探究。此外，作为资料收集的成果，进入90年代后，我还归纳出版了《琉球救国请愿书集成》（法政大学冲绳文化研究所）。该书收集了19世纪70～80年代琉球人在以“琉球回归运动”为中心的时期向当时的日本政府和清朝政府提出申请的请愿书。我以这些史料为基础，并利用新挖掘出的中方史料，于2005年出版了《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的研究》。坦率地讲，我目前尚未对自己的研究经历进行过认真的回顾。
R：请您综合介绍一下自己的研究经历、题目、资料及研究方法等情况。
N：关于我的研究经历，正如方才所言，还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梳理，因此无法作答。关于题目，前面已经有所提及，在毕业论文、硕士论文之后，从80年代起，中琉关系史成了我的最大课题。其中，最重要的要算是《历代宝案》研究了。接下来，进入90年代之后，我转向了中琉日关系史的研究。在史料方面，虽然以外交为核心的史料、《历代宝案》皆为跨500多年的琉球对外关系史料，但作为主要的史料，我还是比较重视《历代宝案》及由琉球王府的行政文书编纂而成的《琉球王国评定所文书》。此外，我整整花费了20多年的时间，收集、研究了清末发行的中方报纸、杂志类中有关琉球问题的评论、报道等内容，并将之刊发在了《琉球大学教育学部纪要》的各期中。
R：您的研究方法？
N：说到研究方法，由于自己一直在文献史学领域从事研究工作，所以，文献、史料的收集是我开展研究的主要基础。如今，在史料收集方面虽然有多种手段和方法，便捷了许多，但现在的年轻研究人员是否在对收集的史料进行认真的整理、分析及研究，这其中有很多令人担忧之处呀。从这一点讲，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对史料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及研究或批判性研究。而且，实地考察、采访调查的重要性今后也将日益显现出来。
R：迄今为止，您参与了哪些学术论争？请您介绍一下自己对这些学术争论的理解、参与及观望的情况。
N：关于中国史领域的论争，就自己所研究的课题而言，曾有过关于评价洋务运动的论争。洋务运动也被称之为自强运动。我认为，这一论争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并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期。受到发生在中国的论争的影响，我虽然曾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过分析，但却不曾撰写过论文，也没有直接参与过论争。话虽如此，实际上，我的硕士论文还是以这一论争为大背景的。关于如何评价洋务运动问题嘛，在中国当时的论争中，人们对洋务运动的评价通常持否定的态度，表现出了视之为崇洋媚外运动的倾向。因此，在60年代，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一直是正面的评价非常小，负面的评价较大。虽然自己也曾受到过一些这种评价的影响，但我逐渐强烈地意识到，应该从对旧有事物中的新要素角度来解释洋务运动。基于这一点，我整理并发表了关于中国洋务运动论争史的文章。文章刊发在《琉球大学教育学部纪要》上，题目是“中国的洋务运动论争”，最后加上了我的评述，因此，自己算不上正式介入过论争。与之相比，我反而对如何评价在这场洋务运动中发挥过一定作用的一些人，如创办了《循环日报》的王韬等人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撰写了题为“王韬与循环日报”的论文。该论文发表于80年代初期，是基于“应该更为关注王韬在中国近代史中的作用”，“应该给予他更高的评价”的观点的分析与研究。作为一位介于洋务派与变法派、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一位人物，我对他所发挥的作用极为关注，他曾有过关于中国报业的发展、民族主义的展开的发言，而且也曾有过关于琉球问题非常引人注意的发言，因此，我认为他的世界认知或国际认知为其后的中国前进方向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譬如，从应对孙文继承了王韬的中国民族主义潮流及其后的黄遵宪曾受到王韬的影响等见解给予更大的评价的观点进行分析，我完成了“王韬与《循环日报》”这篇论文。我觉得，作为自己后来80年代以后的中琉关系史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这篇论文占有较为重要的位置。
R：日本的中国学界是怎样的情形呢？
N：在日本，出现过围绕中国史研究的论争。我没有直接参与过这一论争。尤其在有关时代划分问题上，京都学派与以东京方面为核心的历史学研究会派之间发生过许多次的论争。但由于自己没有直接参与时代划分论争的想法，也不太感兴趣，因此没有直接进行过有关论争的研究。但是，在冲绳史研究方面曾发生过许多次论争。在与日本经济史研究人员安良城盛昭先生之间的论争中，围绕如何评价冲绳近代史初期的旧制度残存时期问题，我们曾有过非常激烈、长期的争论。
R：是关于哪一方面的论争呢？
N：是关于冲绳近代史初期的明治政府政策的评价啊。明治政府承袭了旧制度，即近代之前的旧有制度，并采取了利用这些旧制度对冲绳实施统治的方法。因此便有了将之视为“积极的承袭”还是“被迫的承袭”的不同观点。从观点的分歧到具体事实判断、评价，我们曾有过非常激烈的争论。我的观点是，明治政府通过沿袭旧有制度，从中找出了实施统治的有益之处。
R：您认为自己最大的成果是哪一件呢？同时，如果有的话，请您介绍一下自己最感到遗憾的事情。
N：问我在研究方面的最大成果，我认为其中之一便是自己提出了中琉日关系史这一观点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此前有关琉球处理问题的研究大都被非常狭隘地限定于明治政府与琉球之间的关系范围内，认为其中的琉球与近代日本的合并完全是必然的历史事件。但我认为，某一国家从历史上消亡本身的意义绝非如此简单，这一点难道不也证明了问题的存在吗？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最近2、30年间，大量的新史料被挖掘出来，因此，我主张需要根据这些史料，认真地对迄今为止的有关琉球处置的实际情况进行重新认识，我对那一时期，琉球对明治政府和清朝政府坚持了怎样的自我主张，提出了新的观点。我认为这便是自己的  成果。换而言之，琉球是通过废藩置县的方式实现了与近代日本的合并的。我坚持认为，在从合并对琉球具有何种意义的视角对琉球处置进行重新评价时，应对针对明治政府的这一合并政策的强烈反对言行、长期持续的反对合并运动的意义表现在哪些方面进行分析，并将更为详尽的研究课题留给下一代人。这大概可以牵强地视作自己的研究成果吧。我认为自己为此而进行资料收集，给后世留下了较大的成果。嗯，还需要再进一步加以整理，划分出哪些属于成果，哪些属于留给后人的课题啊。鉴于新的史料将不断被挖掘出来，我认为，利用这些新的史料，对迄今为止的中琉关系或日琉关系的重新研究将会一直持续下去。这是因为，目前已经出现了多种需要根据《尚家文书》这一庞大的新史料对琉球处置的实际情况进行重新评价的趋向。
R：您有最为遗憾的事情吗？
N：谈到遗憾嘛，就个人的情况而言，我希望自己能够在中国生活上2、3年，直接接触中国的社会。但这一愿望一直没能实现。在我的学生时代，日中尚未恢复邦交，不具备前往中国留学的条件。进入琉大工作后，虽然也曾多次申请到海外研修，但都没能成行。因此，我对自己没能经历中国的实际生活而感到遗憾。今后，我仍将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实现这一愿望。我想，没能一边在中国学习，一边观察中国的社会，这既是我的遗憾，也是我今后的目标吧。
R：您对今后的中国研究有哪些期望呢？
N：嗯，虽然统称为中国研究，但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其时间跨度涵盖了从早期的原始考古时期到现代。我认为，我们需要在努力坚持如何认识现实中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如何面对现实中变化着的中国的方向、观点的同时，开展拉近与研究对象距离的研究。在最近的2、30年里，新的史料被大量发掘出来，日中双方研究人员之间的学术交流变得日益频繁起来。现今的中国研究已经步入了需要重新确立观点、方法的阶段。从这些观点、方法出发，今后的中国研究，我认为应以关注对现实中的中国社会、变化着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深化交流，超越国境，与各个国家的人们合作，深化共同研究。这一过程中，创造出对过去的历史有共同认识的条件。我认为，因该开展这样的中国研究，因此，中国研究及研究课题会不断发展，应该通过互相研究、互相批评以及自我批评，创造共通的历史认识。我认为，应该开展这样的研究，也期待着这样的研究。
